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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
□付秀莹

时代巨变中，乡土中国已经、正在、还将要发生深刻的剧
烈变化。一些事物已然悄悄消逝和崩毁，更多新的事物正在迅
速生长以及艰难重建。中国乡村大地的日新月异，与时代生
活的风起云涌互为镜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强烈隐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我们如何在传统中创新，在承续中突破，如何回应时代变
化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深入体验、观察、思索并且书
写新的乡土大地上层出不穷的新的人和事，如何回答诸如脱
贫攻坚、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中国农村在新时代
面临的迫切的重大的系列课题，如何以蓬勃的激情、鲜活的笔
触、深沉的思考、丰富的艺术感受力去描摹去塑造去书写去建
构，创作出真正呼应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塑造新时代新
农村新人物新气象的乡土文学经典力作，是我们每一位关注
乡土、关注时代的作家都需要直面的历史命题。

就文体特征而言，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其巨大
的体量、丰富的容量，以其长度、密度和难度，有着对更为复杂
更为丰富更为广阔的时代生活经验的强大吐纳能力。也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从“高原”走向“高峰”，似乎也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取决于长
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及其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作
为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自创刊以来，《长篇小说选刊》始终关
注乡土题材创作。尤其是近年来，大力推出一系列反响热烈的
书写新农村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力作，积极展开现实主义与新
时代、新中国·新经典等大讨论，推动创作潮流，引导创作风尚，
努力建构和繁荣当代文学现场，以积极的文艺、正能量的精神、强
劲刚健的主旋律，呼应时代主题，回应社会关切，为人民塑像，为
时代立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作为活跃在文学现场的青年作家，多年以来，由于自身乡
村成长背景，也由于对故乡大地的眷恋和热爱，我一直热切关
注时代风潮中的乡土新变，积极投身新农村题材创作实践。在
我的小说中，我虚构了一个叫做“芳村”的北方村庄，“芳村”是
我血脉的源头，是我的精神根据地，是我安身立命的心灵栖居
之所，是我文学想象的全部源泉，也是我多年来走他乡行长路
寻远方而不至迷失的秘密。我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与芳村有
关。主人公要么是生活在芳村，要么是来自芳村。我笔下的人物
始终与芳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剪不断，理还乱。我耳闻目睹
了故乡大地在时代洪流中的巨变，惊涛拍岸，卷起千层雪。我被
那片土地上、那个村庄的人们的命运变迁深深打动，我为我的
亲人我的邻居我的儿时伙伴们的精神世界的狂风暴雨而牵肠
挂肚。身在北京，我的心其实一直在芳村。他们的喜怒哀乐关联
着我的日常情绪起伏，他们的酸甜苦辣影响着我内心原野的风
吹草动。在写我的第一部长篇《陌上》的时候，我曾暗暗发下宏
愿，我要为我的故乡立传，为新时代的新乡土大地树一块纪念
碑，用理想混合着泥土，用热血浇灌着砖石，用爱、信念以及使
命熔铸文学初心，刻下大时代中国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我承
认，这也许是我的自不量力。然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当时
的情境。是一个冬夜，皓月当空，大地寂静无边，而精神的烈焰
熊熊燃烧。这是一个小说家最为隐秘迷人的时刻。与内心的梦
想达成默契，决意在现实和虚构的边界完成一次探险。强烈的
历史冲动，裹挟着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神思飘举，而又内心
如沸。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正如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
的，惟有故乡和祖国不可辜负。是的。故乡不仅仅是我们的来
处，或许最终也将是我们的归处。乡村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她
孕育和哺育我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隐秘精神源泉。即
便是在被称为城市叙事的新长篇《他乡》中，“芳村”也作为一

个坚硬的背景，在遥远的乡土上默默伫立，暗中相助。
在关于芳村的系列创作中，我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浩

瀚长河中汲取养分，以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情感，书写
新的中国经验，讲述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中国故事，反
映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气象和中国精神。努力用
手中的笔，书写时代洪流中乡土中国的精神变迁和命运转折，
敏锐抓取新农村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中那些不断涌现的新人
新事，新质素的潜滋暗长，新活力的热烈迸发，新秩序的悄然
重建，新世界的艰难重构。积极走出书斋，走向大地，走向民
间，走向新时代纷繁多变的乡土世界，深入生活土塘，扎根人
民群众，以更加开阔的胸怀、更加锐利的视角、更加丰富复杂
的感受力、更加细腻敏感的艺术触须，观察和观照脱贫攻坚这
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具体到这个历史进程之中，每一个村庄的
面貌变化、每一户农家的生活变迁、每一个农民的内心辗转和
精神崎岖，从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从新农村大地的波光云
影中见出新时代的山河浩荡。在赓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根
脉的同时，积极寻求新时代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精神孔道，
努力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乡土叙事的根本性问题，以鲜活有力
的文学创作，对我们身处的伟大时代和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
做出热烈回应。

2019年是我们党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关键之年，2020年
将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
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幸亲历并且见证时代的荣光，我
们亦有幸为这时代的荣光贡献我们光彩熠熠的一笔。新时代，
新征程，新使命，新担当。历史赋予了我们新的机遇和挑战，我
们必将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为我们
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赋形，为中国文学留下无愧于伟大时代
的新的经典。

这个时代，电影技术、影像感知
力等表现手段日新月异，电影业日益
成熟，它甚至给小说叙事带来新的审
美影响。小说感谢电影。而好电影
就像一座座强磁场，吸引磁屑一样的
人们。这个吸引力，是小说艺术无可
比拟的。其龙卷风一样的魅力，也确
实反馈给小说新的阅读生机。小说
是先天亲近精神性的东西，电影更具
备物质性的光华；小说是素的，电影
是荤的；小说致力扒下人物精神的外
衣，电影则轻易褪下肉体的内衣。这
些看起来如像是说电影坏话，其实，
只是我对两门艺术某个层面的思考
与琢磨，不一定成熟，但我没有恶
意。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只有分析准
确了社会世相，就可能寻找到直抵人
心的便捷通道。在争取人心的时候，
同样地需要对“目标受众”“市场定
位”的思考。如果这一届阅读者，就
是更愿意挤在电影院，更接受光影声
色的视听刺激，小说家怎么办呢？

不在乎空谷足音是一种重要选
择。小说家甚至走在空谷足音都没
有的深山老林，我们在各种独木桥上
行走的时刻，桥上永远只有自己的独
孤身影，一座独木桥连着另一座独木
桥，永无尽头。电影和小说交叉之
际，独木桥可能不再寂寞了，可能变
成赶圩的圩场，甚至是人头攒动的几A风景区。这未必是
小说的胜利，小说志不在此。但我们要承认电影促进了大
众视野聚焦小说。相对独木桥，电影呈现的是阳光灿烂的
天地。其间交叉点也没有秘密可寻，无非就是小说情节，甚
至只是小说的一个细节，正好启动了电影艺术的发动装
置。它成为电影不可替代的胚芽。小说是被动的。

我有一些作品影视化了，也受托写过个别先天“带电”
的作品。但我还是要承认，我对电影艺术不了解。以我的
有限经验和粗浅认识，我明白两个不同领域的合作要获得
相交的最大值，彼此都要妥协和牺牲。现在影视业比文学
强势，我们出去开个会，人家介绍来宾，要把来宾和电影链
接上，就好像有了分量；全国大小城池里的部门管家，也总
把自家影视成果当成政绩。影视化看起来很受宠。小说反
而更像是没有人管的孩子。所以，此情此景，小说家再不
自己惯着小说，那么，小说就太凄凄惨惨戚戚了。我见过
一个同道，她在和我聊天时，忽然感受到一个什么句子，
或是什么特殊思绪，马上翻包找出小本子，把它记上，才满
意地和我继续聊。她说怕忘了一个好感觉。我非常理解这
个时刻。这是文学艺术的晶片，可遇不可求，它们会编织锦
绣文学的阿拉伯飞毯，一片片地把小说创造，送上人们心目
中的艺术高地。这种文字晶片，对影视艺术而言，大概是最
没有用的。但它们，往往就是雕龙的文心，是文学艺术的至
要构成。

由于改编与否，作家是被动的。这样的格局里，即便我
们很渴望文学进入大众视野，但如果我们的写作的初心是
小说，追求的是文学艺术的满足，就不需要牺牲小说至
尊、小说气质去迎合电影，如果小说通通都以影视为指南
针，小说就会死去。我们还是自由自尊地写吧，诚实地
写，傲慢地写。失宠的孩子，有理由格外自尊。独木桥就
独木桥，从来静者心多妙，这个世界的暗物质，可能只有独
木桥最方便抵达。

话还要再说回来，毕竟我们这个会是在另一个方向推
助小说的传播。我看过一个数据，可能记得不太准，世界
电影的数据，说是源自小说改编的电影，好像占了电影总
量的三分之一强。很多经典文学名著，借由影视，再度回
归读者案前。所以，小说改编，恐怕是文学走向大众视野
的重要途经。

最后，还有一个侧面要面对，如果作品的出发点，就是
为影视化的基础服务，它是小说，也是有影视杂质的小说，
那种配合的主动性，是写作者另一个维度的选择，作品的重
心，不在文字艺术上。如果那样，也可以放平心态，敬业地
诚实地写出它、完成好它。只是有一点，即便影视化很成功
很热闹，小说作者可能未必会在那样的成功里，感受到文学
艺术本身的价值魅力与美学快乐了。

1919年五四运动对于构建新文学中的“新人”有重要作用，同样，解放区文
学对于当代文学也有重要意义。赵树理和孙犁笔下的农民形象与鲁迅笔下的
农民形象已有非常大的不同。闰土是中国文学史上新的典型形象，而孙犁笔下
的水生、水生嫂何尝不是？他们是新一代农民形象的代表。

之所以写出温柔勇毅的水生嫂，与解放区的新现实有关，也与孙犁本人对
农民及新人的理解有重要关系。在解放区的工作与学习中，孙犁认识到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作家要直面的，是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的现
实”：“以前，在庙台上，在十字街口，在学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红白喜事，都
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现、活动、讲话。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财富的
人，有的是念书人，有的是绅士，有的是流氓土棍。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
全是男人。”可是，在冀中解放区，一切发生了变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动工
作，登台讲话，开会主席的人，多半换了一些穿短袄、粗手大脚、‘满脑袋高粱花
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旧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办
公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年人。这些新人，是村庄的新台柱。以前曾淹没田野间，
被人轻视，今天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赖。”

孙犁开始认识到，对于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言，重要的是“要把新的人表现
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因为人是这个时代精神和行动的执行
者和表现者。”于是，水生嫂们来到了孙犁笔下。她们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
锅台转的、呆板而麻木的农村妇女完全不同。她们怎么可能只是柔弱的被保
护对象，她们怎么可能只会干家务？孙犁笔下的她们，开朗、明媚、乐观，有胆
识，也有承担。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小说中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她们的
力量，而就在水生们去抗日的那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她们配合子弟兵作
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孙犁的写作是站在农民内部书写，这是与启蒙主义
视角不同的写作，这也是他笔下农民形象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迥然不同的重
要原因。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如何看待农民，如何理解农民，一直有两个饶有意
味的写作路向，甚至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一个离乡多年
的读书人回到家乡，看到一条高速公路从家乡横穿而过，一个村子变成了两个，
当年的邻居如果互相探望，要绕过大半个村庄了。他应该如何书写农村的变
化？这是一个难题。读书人回到书房，写下一个破败而四分五裂的村庄，写下
他无以回归的家乡，这有可能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共鸣。但是，在这样的文字里，
他的家乡和生活在家乡的村人对写作者意味着什么？他们是他怀旧的工具还
是乡愁？这需要思考与辨析。其实这是站在村庄外部的写作。这是书写农村
的一个思路。而另一个思路则是，作为村庄中人的书写。当长年生活在村子里
的人拿起笔，他如何看待高速公路穿过？很有可能，他会说，因为高速公路，村
人们去市里的路节省了两小时，太方便了。后面的感叹，无疑是站在乡村内部、
农民内部，那是把农民作为生活中人而不是怀旧工具的书写。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些农民形象情有独钟，比
如梁生宝、李双双，比如陈奂生、香雪，高加林、孙少平。在我看来，这些农民身
上有着宝贵的新人气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迷人的复杂性，他们不仅渴望脱贫
致富，也更渴望精神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样的渴望与他们是否是农民无关，他们
是与我们有着共同精神渴望的人。以这些人物形象反观当下文学创作，会发
现，写出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写出中国农民身上精神气质的变化，依然是当代
写作者面对的挑战。这是我关于农村新人形象的一点思考。

另外，新时期文学中另一种新人也是令人难忘的。比如《乔厂长上任记》中
的乔厂长，比如《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安然如此美好：相对于身形纤
细的女孩子，她是圆圆的脸，健康而有活力的体型；她自信，自尊，不盲从；她直
接表达与师长父母不同的意见，她毫不掩饰地指出他人的错误、“假正经”；她用
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并不人云亦云；不伪装，也不讨好他人。她活得简单、直截、坦
然。为什么要在不想笑的时候笑？为什么要看人脸色吞吞吐吐表达？她渴望有
好的人际关系，却绝不是“讨好型”人格。她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她而活。自在，
自然，大大方方，安然就像北方平原里倔强生长的白杨树一样。在如何光明正
大地建设与他人、世界的关系方面，安然为当年的我们做出了榜样。

这是主体性强大的青年。面对常常争吵的父母，面对安宁而心地善良的姐
姐，面对势利俗气的班主任……她常感到困惑和不安。人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而活，但是，她的
世界里，却有这么多的困扰和心结。为此，安然对那些陈旧的生活方式说不，她努力成为想要成为
的自己。讨厌虚伪、庸俗和丑陋，她要摆脱那些虚以委蛇。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发表于1983年，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方兴未艾。把这部小
说归入哪个流派似乎都不是特别契合。但是，它又与80年代的文学追求遥相呼应。与同样产生巨
大影响的《乔厂长上任记》相比，安然和乔厂长无疑都属于新时期文学的新人。如果说乔厂长是属
于改革洪流中的人，那么安然则生活在我们身边，她使我们重新发现、认识并想象日常生活以及日
常生活中的人。当一个人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如何面对各
种规则而让自己更自在？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不与阴暗苟同的人？安然身上没有沉重的历史负
担，她的内心也没有被世俗浸染，作为敞亮自然的一代，安然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焕然一新的年轻
人。当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红衣少女》后也获得了成功，“红衣少女”在当时甚至变成了一代新
青年的代称。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新青年的成长，《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一
个例证。

今天是新媒体发达的时代，文学作用已经式微。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实或事实需要重申：文
学长远来看有能力塑造我们的时代和现实，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此说来，文学中的新
人便不仅仅只是时代或者现实的反映物，它将具有预言性。

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有一种超越其所在时代的敏感性，他的作品不可能只照着现实勾
画，作家要写出超拔于他所在的现实、写出大于我们时代的形象，只有写出这样的形象，作家才能称为
真正的艺术家，其作品才能真正称为艺术品。依此说来，真正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他是我们时代的人，
但他也是未来的人；他既属于此时，又属于未来，只有这样的形象才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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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这像河流一样，河流的方向都是顺势而为。我们当下
文学与影视之间的现状，就是时代向前刚好走到的这么一步的现状。但网络文学的兴
起，改编为影视剧的传统文学的销量上升和被关注，以及游戏、动漫等文化产品的介
入，让现在的文学生态有了些微的变化。

首先，网络小说、传统文学和影视剧本，这三种文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文体。意思就
是，这三者很难互通，是相反的，其中一个门类写得越好，另外的门类就会比常人写得
更差。我的一位小说家朋友，有一定的知名度，曾经偷偷写过网络小说，结果铩羽而归。
而网络作家的小说很难出版，因为体量大，也因为文字质量差。但是网络小说通过网络流
传，因为有大量的读者群，又被改编为漫画与影视。而这些改编，反过来又促使着这个小
说原著热度增加。但这仅限于网络小说，传统小说很少介入到这样的改编状态。所以我在
想一个问题，就是网络小说如何走进大众视野。而网络小说作家们，最近关注的是海外市
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网络作品，陆续地译介到海外了。也就是
说，大众传播走向了更深远的一步。而传统小说没有，传统小说翻译到海外其实挺难，销
量也不大。也就是说，海外读者并不是十分接受。

其次，当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偶然点开下载的视频，重新看《士兵突击》的时候，
突然惊讶地发现，编剧兰晓龙是可以写小说的。这让我想起了他的另一部作品《我的
团长我的团》，无论从任何一集切入，我都能看到非常经典的，简直像是话剧一样的台
词。另外我还想起了江奇涛的剧本《人间正道是沧桑》、刘和平的《北平无战事》，又突
然觉得有许多编剧，其实是可以写长篇小说的。他们未必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但是我觉
得从长篇构架来说，他们的构架不会飘，很牢固，细节描写也很好，人物个性突出，应该
不会输于小说家。当然，这样的剧作家其实挺少，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诗人和小
说家们，比如阿来、严歌苓、周梅森、邹静之、刘恒、李碧华、刘震云、麦家、王朔等等，他
们都介入了剧本创作中，也创作了优秀的剧本。这一定是文学功底在剧作中起到了巨
大作用。但是，对于水火兼容的创作方式，其实挺难。我相信影视和小说，是能够相互成
就的，当然其中不乏被改编得极差的作品，这可能损害了小说本身。但改编作品的结果
十分圆满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以及，我们眼里的影视和编剧导演眼里的影视是不一样
的。比如我们特别需要创作的其实是“作家电影”，这是一件我们内心喜欢的事，但要考
虑，“作家电影”谁来买单。

另外，我想表达的是，当小说家在谈论影视的时候，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影视的局部。
我写小说大概有20多年的经历，从一个不成熟小说家的角度来看，写一个好小说很难。
如果理性认清自己的话，我告诉自己，写一个经典小说于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事。同时，我
当编剧刚好10年，从编剧的角度来看，写好一个剧本太难了，所以至今我对我的剧本仍
然不是很满意。关于与资本的关系，如果我们说资本是愚笨的，平台是愚笨的，制片方和
主创是愚笨的，那么我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可问题是，当我学会换位思考，我突然发现，
他们有时候提的剧本意见是对的。当我认为他们意见大部分是对的时候，我会选择性吸
收来修改剧本。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尽管我们一直说影视的水很深，但仍然有那么
一些良心公司，仍然有一些有艺术水准的制片人，他们其实有着一定的审美眼光。我不能
说我的剧本有多好，但我想说我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比如说，把我主动写给剧组主创的万
字长信，发到了每一个主创的手中。比如说，让我给演员、导演说戏，甚至小到服装和道具
会来问我，那个年代的军服应该是怎么样的？场景应该是怎样的？甚至不是说必须按制片
方的意见修改，而是提出要求，不让导演漏拍场景，不让演员更改剧本。以上的这些，并不
是在为资本说好话，影视资本一般奔向两种方向，一种他们是想要在商业上获取利益，一
种他们也想要让电影和电视剧播出以后获得好口碑，甚至获奖。我写剧本并不快，前一
部播出的是《麻雀》，时隔3年以后，才播出了另一部剧《惊蛰》。3年之中，湖南卫视除这
两部剧外，没有播过别的谍战剧。这两个剧本，都是从我原创小说改编的。所以我想说，
资本对于剧本的进度，也并不一定是求快，在接下来的生态环境下，影视公司对剧本的
要求会更高，也会要求你放慢写稿的速度。

再次，我觉得现在“90后”“00后”是我们的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对象，我们可以说
小说是作家的个体创造，是为心灵而写作，我们绝不妥协。但是，如果小说出版了，小说一
定是文化商品之一。我们大家心里其实很清楚，期刊的发行量是多少，出版社小说的销量
是多少。出版社大部分是企业，我们在出版的时候，就算不追求稿酬，也希望出版社能多
发行一些，至少不能让出版社亏掉，这样自己才会安心，才有脸面。所以说这是矛盾的一
件事情，但必须让我们的小说，更加介入到大众视野，才会让小说传播得更广。

宣传部的剧本中心，一直在推动着小说的影视转换。他们把小说收集起来，把故事
大纲装订成册，寄往各个影视公司，其目的就是希望小说能更好地走向大众视野。我身
处浙江，浙江省委宣传部也对影视创作十分重视，专门为小说家办班。而一些内容公
司，他们更用力，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精准打击。他们会选择一些作家的作品，然后分
析这个作品可以针对的人群。他们只要观众中的百分之几的概率，而不想让大家都来
喜欢这个项目。他们还会做详细的PPT，直接给影视公司作路演。而小说家本身，一般
都是比较矜持，都是人家找上门来，才可以谈一谈。因为不知行业深浅，所以有许多小
说家，还上了资本的当。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小说家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文化产
品的形态。我们可以不对文学在商业转换中，作太多功利性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
对小说作一些推广，同时作一些利益上的自我保护。

据《湖北日报》报道，90岁高龄的文艺理论家周勃25
岁时因一篇探讨文艺理论的文章在当代文艺思潮史上留
下了深深印迹，受到过错误批评对待、半生坎坷，近日回顾
自己的文学之路和学术道路时说：“我的文学梦是从1952
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始的，到今天《周勃文集》出版发
行，画上了句号。”不论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六
十年（1949—2009）》，还是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
潮史》、刘川鄂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在已有的
10余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周勃1956年发表的《论现实
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文，都是作为上个
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讨论的重要
文献论及。此文和他同年发表的《略谈形象思维》一文
冲破当时弥漫在文艺理论界的教条主义束缚，勇于探
索，大胆创新，表现出周勃力排众议追求真理的理论家
品格，由此奠定了他在当代文艺思潮史上的地位。由长
江出版社出版的70余万字的《周勃文集》，汇集了周勃主
要的学术论著。

多名学者表示，《周勃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周勃先
生辛勤耕耘60余年学术生涯的个人总结，也全面反映了周
勃先生在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上的学术成就。周勃先生不
仅是湖北大学创办80多年来惟一一个载入中外任何一部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为中国当代文学、为湖北大学作
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锋。周勃的《论
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是新中国文艺第一
刊《长江文艺》创刊60多年来发表的最有影响的理论文
章，曾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周勃文集》收录了其关于
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民族形式、政治意识、道德伦理等问
题的学术论文数十篇,这些文章批判性与反思性同在、辩
证性与复杂性兼备,既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着敏锐
的当代性。 （宁 逸）

《周勃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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